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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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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开展针对性心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预期性

悲伤量表调查206名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结合一般资料问卷、中文版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以及痛苦表露指数量表分析其影响

因素。结果
 

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的预期性悲伤得分为(89.87±12.78)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复发情况、无治疗间隔期、治疗

方式、婚龄以及自我表露、创伤后成长影响配偶预期性悲伤水平(P<0.05,P<0.01)。结论
 

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的预期性悲

伤较严重,可通过提高自我表露和创伤后成长水平,改善配偶的预期性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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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anticipatory
 

grief
 

among
 

spouses
 

of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cervical
 

cancer,
 

and
 

analyze
 

factors
 

that
 

affect
 

its
 

level,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Methods
 

Totally,
 

206
 

spouses
 

of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cervical
 

cancer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demographic
 

data
 

questionnaire,
 

the
  

Anticipatory
 

Grief
 

Scal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and
 

the
 

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
 

Then
 

the
 

in-
fluencing

 

factors
 

of
 

anticipatory
 

grief
 

were
 

analyzed.Results
 

Anticipatory
 

grief
 

in
 

spouses
 

of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cervical
 

cancer
 

was
 

(89.87±12.78)
 

points.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recurrence
 

site,
 

therapy-free
 

interval,
 

treatment
 

regimen,
 

duration
 

of
 

marriage,
 

and
 

self-disclosur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ffected
 

anticipatory
 

grief
 

(P<0.05,P<0.01).
 

Conclusion
 

Anticipatory
 

grief
 

in
 

spouses
 

of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cervical
 

cancer
 

is
 

serious,
 

which
 

can
 

be
 

reduced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elf-disclosur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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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成年女性发病率最高的妇科肿瘤,
2018年统计全球新发病例数约56.9万例[1]。虽然

同步放化疗、腹腔镜手术等治疗手段改善了宫颈癌

患者的生存质量,但约有33.3%的患者在治疗后2
年内复发或转移,这是造成癌症相关死亡的重要原

因[2]。由于既往癌症治疗史所致解剖结构的变异,
以及复发会侵犯周围神经或淋巴组织、浸润其他盆

腔外脏器导致的严重并发症,增加复发型宫颈癌的

再治愈难度,患者预后往往较差[3]。同时会给患者

配偶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增加配偶的负性情绪。
夫妻双方的依恋关系使配偶难以接受失去妻子的可

能性,心理状态会有所转变,诱发预期性悲伤。预期

性悲伤指个体意识到损失可能或即将发生时的哀

伤[4],是癌症家庭最常见的一类不良情绪[5]。既往

研究表明,积极地自我表露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患

者配偶舒缓消极的心理体验[6]。同样,创伤后成长

作为从创伤经历中获得的正性力量[7],有助于伤者

积极应对危机,免受持续的情绪困扰。以往研究多

关注晚期痴呆和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的预期性悲伤

状况,针对宫颈癌患者复发期间配偶的预期性悲伤

研究未见报道。鉴此,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初步

了解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现状,并分

析影响因素,以供未来制定干预有所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法,对2018年10月至

2020年1月河南省4所三级甲等医院收治入院的

206例宫颈癌患者的配偶展开调查。纳入标准:①患

者经影像学或组织学检查提示宫颈癌转移或复发;②
配偶年龄≥18岁,与患者共同生活时间不少于2年;

③知晓患者病情;④对本研究知情同意,言语和理解

能力均无障碍。排除标准:①针对患者复发仅采用手

术方式治疗;②配偶既往或现存心理疾病。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问卷:研究团队自行

设计。患者资料包括年龄、无治疗间隔期(即首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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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出院后到复发确诊的时间间隔[8])、治疗方式、复发

情况等;配偶资料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常住地、婚龄、
月收 入 等。②预 期 性 悲 伤 量 表(the

 

Anticipatory
 

Grief
 

Scale,
 

AGS):由Theut等[9]最初为阿尔兹海默

症患者照顾者研制。本研究采用辛大君[10]于2016
年汉化的中文版本,目前在国内不同癌症类型照顾者

中广泛应用[11]。量表包含悲伤感、焦虑感、失去感、
内疚感、愤怒感、易怒感以及完成任务能力7个维度。
共27个条目,每个条目以5级正向计分,总分范围

27~135分,分值越高,照顾者的预期性悲伤程度越

严重。中文版 AGS信效度良好,内容效度为0.96,
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0.90,各维度Cronbach's
 

α
系数为0.79~0.90。③痛苦表露指数量表(the

 

Dis-
tress

 

Disclosure
 

Index,
 

DDI):由Kahn等[12]编制,本
研究采用李新民[13]于2009年文化调适而成的中文

版。量表由12个条目构成,每个条目以5级正向计

分,总分范围12~60分,分值越高,测评对象的自我

表露倾向越积极。本研究以36分为临界值,将自我

表露倾向分为抑制和积极。中文版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分半信度0.85。④中文版创伤后成长

评 定 量 表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C-PTGI):原版由Tedeschi等[14]

编制,汪际等[15]于2011年修订形成C-PTGI,主要用

于综合测评创伤事件后伤者积极的心理体验。量表

分为自我转变、新的可能性、人际关系、个人力量以及

人生感悟5个维度。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以6级

正向计分,总分0~100分,分值越高,调查对象的创

伤后成长转变越明显。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61~0.80。
1.2.2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小组由4名肿瘤科护士

和1名护理研究生组成。在病区负责人协调沟通下,
统一培训合格后的小组成员对患者配偶在病区示教

室单独调查。共发放和回收220份问卷,其中有效填

写206份,有效回收率93.64%。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软件处理与分

析数据。描述性分析以(x±s)、频数和百分比表示,
行t检验、F 检验、Pearson相关性分析、多重线性回

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复发型宫颈癌患者及其配偶的一般资料 ①
复发型宫颈癌患者一般情况:年龄28~67(48.26±
9.23)岁,其中28~岁79例,

 

45~67岁127例;无
治疗间隔期≤12个月107例,>12个月99例;单纯

放疗86例,同步放化疗120例;局部复发116例,远
处复发或转移90例。②配偶一般情况:年龄25~
70(50.49±13.62)岁,其中25~岁84人,40~70
岁122人;高中以下70人,大专或本科115人,硕士

以上21人;常住城市136人,县城或农村70人;月
收入<3

 

000元26人,3
 

000~元72人,>6
 

000元

108人;婚龄<10年23人,10~年78人,≥20年

105人。
2.2 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得分及不

同资料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得分差异性分析 复发

型宫 颈 癌 患 者 配 偶 预 期 性 悲 伤 总 分(89.87±
12.78)分,其中悲伤感(14.24±2.67)分,焦虑感

(12.22±2.46)分,失去感(19.52±2.68)分,内疚

感(12.49±2.08)分,愤怒感(9.02±2.12)分,易怒

感(10.76±2.20)分,完成任务能力(11.61±2.15)
分。不同资料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得分有统计学意

义的项目,见表1。
表1 不同资料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得分有

统计学意义的项目

项目
例/
人数

预期性悲伤得分

(x±s)
t/F P

患者年龄(岁) 6.133 0.000
 28~ 79 83.49±13.24
 45~67 127 93.84±10.77
无治疗间隔期(个月) 9.067 0.000
 >12 99 82.77±11.63
 ≤12 107 96.45±10.11
治疗方式 2.802 0.005
 同步放化疗 120 87.79±13.63
 单纯放疗 86 92.80±10.94
复发情况 10.574 0.000
 局部复发 116 83.19±12.69
 远处复发或转移 90 98.49±10.92
配偶年龄(岁) 6.378 0.000
 25~ 84 83.61±13.70
 40~70 122 94.19±10.13
配偶文化程度 7.252 0.001
 高中以下 70 91.40±11.86
 大专或本科 115 90.72±12.14
 硕士以上 21 80.14±15.44
婚龄(年) 39.398 0.000
 <10 23 74.65±15.71
 10~ 78 86.81±12.14
 ≥20 105 95.49±8.41

2.3 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创伤后成长、自我表露

得分及其与预期性悲伤的相关性 复发型宫颈癌患

者配偶创伤后成长总分(50.09±9.79)分,其中人

际关 系 维 度(10.34±2.48)分,自 我 转 变 维 度

(9.10±3.41)分,人生感悟维度(13.61±4.19)分,
个人力量维度(8.20±2.89)分,新的可能性维度

(8.84±2.21)分。自我表露得分(38.75±7.20)
分,表露抑制者67例(32.52%)。创伤后成长、自
我表露与预期性悲伤均呈负相关,见表2。
2.4 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影响因

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以预期性悲伤总分

为因变量,自变量包括创伤后成长总分、自我表露

总分以及患者年龄(28~岁=0,45~67岁=1)、
无治疗间隔期(>12个月=0,≤12个月=1)、治
疗方式(同步放化疗=0,单纯放疗=1)、复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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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复发=0,远处复发 或 转 移=1)、配 偶 年 龄

(25~岁=0,40~70岁=1)、文 化 程 度(高 中 以

下=1,大专或本科=2,硕士以上=3)、婚龄(<10

年=1,10~年=2,≥20年=3),多重线性回归分

析结果见表3。

表2 创伤后成长、自我表露与预期性悲伤量表得分相关系数(n=206) r

预期性悲伤
创伤后成长

总分 人际关系 自我转变 人生感悟 个人力量 新的可能性

自我表露

总分

 总分 -0.570 -0.443 -0.446 -0.359 -0.429 -0.461 -0.521
 悲伤感 -0.474 -0.355 -0.336 -0.297 -0.405 -0.386 -0.383
 焦虑感 -0.489 -0.350 -0.396 -0.329 -0.382 -0.362 -0.425
 失去感 -0.521 -0.438 -0.414 -0.363 -0.419 -0.318 -0.533
 内疚感 -0.386 -0.248 -0.308 -0.239 -0.280 -0.361 -0.398
 愤怒感 -0.338 -0.338 -0.296 -0.237 -0.272 -0.309 -0.350
 易怒感 -0.385 -0.299 -0.351 -0.248 -0.314 -0.367 -0.374
 完成任务能力 -0.422 -0.365 -0.322 -0.218 -0.226 -0.421 -0.360

  注:均P<0.01。

表3 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

影响因素分析结果(n=206)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92.309 4.361 - 21.168 0.000
创伤后成长 -0.195 0.045 -0.183 4.346 0.000
自我表露 -0.394 0.071 -0.222 5.547 0.000
复发情况 9.107 1.018 0.354 8.942 0.000
婚龄 6.080 0.728 0.324 8.356 0.000
无治疗间隔期 5.992 1.035 0.235 5.788 0.000
治疗方式 2.185 0.941 0.084 2.322 0.021

  注:R2=0.688,调整R2=0.682;F=110.943,P=0.000。

3 讨论

3.1 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现状 本研

究中,复 发 型 宫 颈 癌 患 者 配 偶 的 预 期 性 悲 伤 为

(89.87±12.78)分,略高于李佳倩等[16]对家庭照顾者

调查所得的(86.46±16.00)分,提示宫颈癌患者癌症

复发期间,其配偶存在较高水平的预期性悲伤情绪。
这可能与研究人群的构成不同有关。Cheung等[17]研

究发现,配偶的预期性悲伤程度高于成年子女。李佳

倩等[16]研究人群除配偶外还包括患者的父母亲、子女

和其他非直系家属,而本研究所有对象为患者配偶。
夫妻长期的相互扶持和共同生活已经建立起稳固的

亲密关系,妻子疾病的进一步恶化更易导致配偶心理

状态受损[6]。复发型宫颈癌早期症状隐匿,多在复查

时被检出,患者需要再次入院接受复发后治疗[3],使
原本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再次失去平衡,丈夫突然转

变成为妻子的主要照顾者,可能缺乏照顾复发疾病的

相关知识或心理准备。与此同时,患者的生理、认知

功能不断衰退,当遭受到死亡威胁时,家庭照顾者对

失去至亲的感觉愈加强烈[18],因此,在妻子癌症复发

后,配偶存在较高的悲伤情绪。既往研究表明,持续

沉浸于严重的悲伤之中会导致照顾者身心不适,功能

障碍,甚至病态心理,最终造成消极的居丧结局,如异

常悲恸、长期酗酒等[5,19]。提示医务工作者要重视配

偶在宫颈癌患者复发期间的悲伤反应,对超出正常水

平的悲伤,采取有效的缓解策略及时干预,规避预期

性悲伤对配偶的危害。
3.2 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的影响因素

3.2.1 患者疾病特征、治疗方式 本研究结果显示,
复发型宫颈癌患者的复发情况、无治疗间隔期与治疗

方式是其配偶预期性悲伤的影响因素(P<0.05,P<
0.01)。远处复发或转移的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水平

更高,这可能与妻子未来生存期的长短有关。盆腔、
阴道壁侧等部位的局限性复发,尚可采用根治性治疗

来有效延长复发后的无进展生存时间,但对远处复发

或转移患者,由于癌肿侵及范围广泛,治疗结果很难

达到长期生存的目标[20]。国外研究报告,初始治疗后

复发时间对判断患者的预后有正向预测价值[8],进一

步支持本研究结果。分析原因:短期内复发使配偶担

忧此次疾病的预后,过度关注死亡,加之疾病复发周

期短,配偶可能还未完全摆脱上次癌症经历的情绪困

扰,从而表现更高水平的悲伤情绪。此外,患者的疾

病控制情况与配偶的情绪波动息息相关,本研究结果

显示,治疗方式的差异将导致不同程度的预期性悲

伤。放疗是治疗复发型宫颈癌患者的常规手段,但仅

实施放射治疗并不能完全控制疾病进程。近年来,临
床医生开始推荐同步放化疗方案以最大限度抑制肿

瘤再生长[21]。研究发现,同步放化疗对复发型宫颈癌

症状缓解率高达92.7%,优于单纯放疗的69.1%[22]。
因此,与同步放化疗患者配偶相比,单纯放疗患者的

配偶预期性悲伤水平相对较高。
3.2.2 婚龄、自我表露 婚龄是衡量夫妻亲密关系

成长的客观指标[23]。本研究结果显示,婚龄越长,配
偶预期性悲伤越严重(P<0.01)。配偶在面对妻子疾

病进展不可控时,对即将失去挚爱的恐惧心理持续存

在[24],此时,长期婚姻生活建立的亲密的情感联结也

可能成为阻碍其心理调适的主要原因。因此,结婚时

间越长的配偶会流露出越高的预期性悲伤。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自我表露和配偶的预期性悲伤呈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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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回归分析结果亦表明,自我表露对配偶的预期性

悲伤有积极影响(均P<0.01)。自我表露是一种积

极的情绪调节策略,照顾者与患者借助语言或文字等

表达形式,勇敢地袒露彼此对疾病转归的看法,能够

有效排解双方的心理压力,从而可以更好地调整心

态[25]。本研究的配偶整体自我表露为中等程度,与倪

倩倩等[6]研究一致,部分配偶出于对男性沉稳、坚强

的角色认同,或者考虑到妻子可能无法接受复发结局

等原因,倾向于有意识地抑制表达,加速内心哀伤程

度的恶化。提示临床工作者应加强对复发型宫颈癌

患者配偶自我表露状况的关注,建议为夫妻双方提供

建设性沟通环境,实施如写日记或团体互助交流等易

被配偶接纳的表露干预,使配偶的内心情感得到理

解、安慰与适当宣泄,从而降低其预期性悲伤。
3.2.3 创伤后成长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创伤后

成长与配偶的预期性悲伤呈负相关,回归结果进一步

提示,创伤后成长可作为配偶预期性悲伤的保护因素

(均P<0.01)。Brooks等[7]提出的创伤后成长模型

认为获得成长的关键是对创伤事件的认知重塑,当个

体意识到创伤事实已无法改变时,通过重新调整人生

价值的优先级别、发现疾病益处,获得正性的认知转

变,将心理痛苦转变为有意义的成长。国外研究发

现,创伤后成长有助于照顾者选择当前问题最有利的

应对策略,寻求有效的社会支持,以便更好地管理情

绪[26],因此创伤后成长可能对调节配偶的预期性悲伤

产生积极作用。因此,建议临床医护人员对配偶进行

宫颈癌复发相关治疗和预后的知识教育,并定期为其

举办心理讲座,引导配偶对癌症照顾经历的积极思

考,理性对待妻子的疾病转归。
4 小结

复发型宫颈癌患者配偶存在较严重的预期性悲

伤,受患者的疾病特征、治疗方式、婚龄、自我表露及

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建议医务工作者提高对复发型

宫颈癌患者配偶预期性悲伤的重视程度,重点关注远

处复发或转移、无治疗间隔短、结婚时间长,接受单纯

放疗的患者配偶,通过建立系统完善的社会支持体

系,以提高配偶的自我表露和创伤后成长水平,进而

缓解配偶在妻子宫颈癌复发期间的悲伤水平。本研

究为横断面调查,未来考虑采用质性研究结合纵向调

查,为探索干预时机及策略提供充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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